
概述
北京，是伟大祖国的首都，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是世界著名的文化古都和现代化国际大城市。建设世界历史文化名城和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是首都北京城市建设和发展的方向。

悠久的历史，光辉的革命传统，历代各族人民的聪明智慧和劳动，为我们中华民族创造了丰富多彩、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保护和利用好这些古代文化，并使其永远传留后世，对今人和后人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不可代替的作用。

北京是我们的祖先——“北京猿人”的故乡，早在约60万年至50万年前，他们就在周口店龙骨山这块土地上生息和繁衍；历经旧石器时代中晚期，距今约1万多年前的“山顶洞人”，相继在此生活劳动。20世纪2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首次发现的“北京猿人”牙齿化石和1929年12月2日由古人类学家斐文中发现的第一颗完整的“北京猿人”头盖骨，震惊了世界科学界，被誉为我国科学家在近代学术上夺得的一枚世界级金牌。此后，经过持续不断的发掘，他们又在这里发现了大量“北京猿人”骨化石及其文化遗物———石器、用火遗迹、狩猎和采集活动的遗物。这一切对研究人类起源、人类进化史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这里还发现了大量的植物化石和距今60多万年到数万年前的十多处古脊椎动物化石地点和化石，构成了一个“周口店遗址群”。遗址年代跨度如此之长，遗址内涵门类如此丰富，发掘发现的化石、遗物如此之多，对学术研究价值贡献之大，都是极为罕见的。

随着地质结构变化、地震等诸多因素，导致岩壁崩塌，洞穴填满，洞穴失去居住条件，再加原始农牧业的兴起，在距今约2万年前后，“北京猿人”逐渐离开洞穴，走向平原或其他地方。北京市先后在平谷马家坟、密云黄土梁、怀柔长哨营乡等处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早、中期遗址和遗物，以及1996年12月28日在王府井东方广场发现的距今约2．2万年至2．4万年的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遗址和遗物，就是实物证明。新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和遗物就更多，怀柔的转年会村，平谷的上宅村、北埝头村，密云的燕洛寨村，房山的镇江营村，昌平的雪山等遗址是其代表。

进入有文字记载的社会，对琉璃河西周文化遗址的发现、发掘占有重要位置。特别是1986年在这里发掘出土的带铭文的青铜器克盉、克罍，明确记载了周武王灭商后分封周王室同姓贵族召公奭于北燕的这段历史。由于召公仍留在西周王朝辅佐王室，而由其长子“克”到燕地就封。对城址和贵族墓的发掘，还证明这里是古燕的都城，是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距今有3000多年的历史。同时被封于蓟的还有帝尧之后。后来蓟衰燕盛，燕灭蓟并把蓟城作为燕都。燕都的大体位置即在今北京的宣武门大街、和平门以及广安门南北滨河路以西的一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蓟城均为幽州治所，被汉族或少数民族的统治者轮流占据并逐渐成为北方的政治、军事、经济中心。辽代列为陪都，称燕京或南京，金称中都，元称大都，明清以来除短时间称北平外，都称北京。在长达3000多年的建城史、1000多年的建都史过程中，各族人民都为它的辉煌灿烂付出了聪明才智和汗水。

文物是历史信息的载体，具体形象的历史。在历史前进的长河中，它的命运经常受到来自人为的和自然的两大破坏因素的影响，古今中外均无例外。人为的破坏包括：历史变革的大动乱；宗教信仰思想认识上的偏见；受金钱私利驱使，个人占有欲的膨胀和失于保护管理等诸多因素。自然的破坏包括：物理和化学两方面，例如地震、风沙、日晒、雨淋、锈蚀；温度、湿度变化等诸多因素。来自这两方面的破坏，从根本上说，在旧社会是很难得到解决的。例如我国进入19世纪中叶，特别是自清末民初以来，由于政府腐败，封建割据，连年内战，国势日衰，西方列强乘虚而入，整个中华大地饱受内忧外患之苦，国无宁日，民不聊生。与此同时，中华民族的文物遗存和精华，也屡遭破坏和掠夺，根本谈不上什么重视和保护管理。辛亥革命成功，封建王朝被推翻。

1924年11月4日，清朝末代皇帝溥仪被迫离开紫禁城。当时的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当天就成立了“清室古物保管委员会”，11月20日又成立了“清室善后委员会”，负责清理清室公产、私产及处理一切善后事宜，但也遇到了很大阻力；整个接交过程中，珍贵文物也遭受了很大损坏和流失。“九一八”事变后，因日本侵略军进窥关内，故宫文物于1933年分五批南迁。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为人民的文物、博物馆事业迎来了春天。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首都文物、博物馆事业的保护和发展，给予了高度的关怀和重视。早在这年1月16日，毛泽东主席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平津前线总前委聂荣臻等负责人的电报中明确指出：“此次攻城，必须做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及其他著名而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你们务使各纵队首长明了并确守这一点”，“即使占领北平延长许多时间，也要耐心地这样做。”

在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关怀和一系列政策方针指引下，在北京市委、市政府的具体领导下，首都的文物、博物馆事业50多年来，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1961年3月4日，国务院在发布《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时，同时下达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保护和管理工作的指示》指出：“⋯⋯应当本着重点保护、重点发掘，既对基本建设有利，又对文物保护有利的方针”（即通常所说的“两重、两利”方针），直到1982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正式公布，一直在指引着文物保护与考古发掘事业的健康发展。随着文物事业的大发展和在工作实践中不断总结、积累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这类方针政策和指示，日益明晰和具体。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的《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指出：“北京是伟大社会主义中国的首都，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是世界著名的古都和现代化国际城市”；“北京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北京的建设要反映出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革命传统和社会主义首都的独特风貌”；“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是以保护北京地区珍贵的文物古迹、革命纪念建筑物、历史地段、风景名胜及其环境为重点，达到保持和发展古城的格局和风貌特色，继承和发扬优秀历史文化传统的目的”。1993年10月4日，国务院再次批复北京市修订后的《北京市总体规划》时又指出：“北京是著名的古都，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城市的规划、建设和发展，必须保护古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整体格局，体现民族传统、地方特色、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努力提高规划和设计水平，塑造伟大祖国首都的美好的形象。要在现有基础上继续明确划定历史文化保护区的范围，划定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范围，制定保护管理办法。”2000年1月8日，江泽民总书记在北京考察工作时指出：“北京的城市规划和建设，一定要充分考虑历史，立足现实，着眼未来，在最大限度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前提下，加快旧城的改造步伐，努力提高城市现代化水平。”江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北京城市建设工作指出了明确方向，也为北京文物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遵照上述批复方针和有关领导的指示，北京市的各级人民政府在认真学习领会精神实质的基础上，结合北京的实际，切实贯彻执行，积极发展文、博事业，不断探索文物保护工作的新思路。在1987年北京市召开的第三次文物工作会议上，制定了“科学保护，合理利用”的文物事业指导方针。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新形势下，在1991年北京市召开的第四次文物工作会议上，又提出了为使文物事业顺利发展，必须处理好文物工作中五个方面的关系（即文物保护与城市建设的关系，科学保护与合理利用的关系，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依靠国家投资与社会集资的关系，加强管理与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关系），制定了本市文物工作今后几年的主要任务。

1992年召开的全国文物工作会议上，提出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文物工作方针。据此，北京市结合实际情况，及时调整工作部署，加强文物的保护和抢救，并注意与合理利用相结合。

文物行政管理体制的逐步建立与健全，是文物与博物馆事业健康发展的组织保证。从北平和平解放之日起，在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内就设了文物部。从初设到逐步完善和健全，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

文物调查和普查是做好各项文物事业的基础，一直持续不断地进行。比较集中的拉网式的三次文物普查分别是在1958年、1981年、1997年进行的。在全面完成文物普查任务的基础上，市政府先后于1957年、1979年、1984年、1990年、2001年，分五批公布了234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国务院先后于1961年、1982年、1988年、1996年、2001年，分五批将本市60项文物保护单位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于1987年、1998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有：长城、故宫、北京猿人遗址、天坛和颐和园等5项。1990年11月又公布了25项历史文化保护区。各区县人民政府，也分期分批地公布了763处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形成了世界级、国家级、市级、区（县）级四级文物保护体系。

为确保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不受损毁，并保持一个良好的保护环境和风貌景观，20世纪80年代初期，市文物主管部门与市规划部门密切配合，开展了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工作。至2000年1月，分五批已划定了其中的208处规划控制区面积12013公顷。为确保地下文物埋藏区的文物（主要是古墓葬、古遗址密集区）不被损毁，经市文物局、市规划局、市规划设计院研究，先后于1993年、1995年、2000年分三批提出了36处地下文物埋藏区，报请市政府公布实施保护。区域面积共有1117．2公顷。规定“凡在地下文物埋藏区进行工程建筑时，须先经文物行政主管机关审查同意，并进行文物勘探、发掘工作，所需经费由建筑单位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负担”，因而有效地确保了地下文物的安全。

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区的划定及地下文物埋藏区的划定、公布实施，使北京的文物保护工作实现了一次飞跃：从个体点的保护走向线、片、面总体保护，从微观控制走向宏观控制；从无据无法保护走向有据有法保护，为依法做好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维护中国首都的独特风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加强古建筑的维修是积极做好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环节。据统计，60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34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都普遍进行过程度不同的维修；像故宫、天坛、颐和园、北海及团城、天安门等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都订有长期的维修规划，几乎每年都有大小不等的维修工程。修缮资金，在政府逐年加大投入的同时，并依法要求各使用文物保护单位的部门投资，尽保养和维修之责，积极鼓励全社会投资修缮文物。仅据1979年北京市文物局成立20年来的不完全统计，就投资4亿多元（不含园林、宗教等系统的投资），抢修了司马台长城、天宁寺塔、大觉寺、云居寺、湖广会馆、恭王府及花园、东岳庙、白塔寺、大钟寺、居庸关长城、昭陵等100多项文物建筑，

150多处文物景点向社会开放。维修工程的管理也逐渐规范化、法制化。特别是自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北京市文物工程质量监督站成立之后，进一步加强了对文物建筑的调查研究和维修，通过制定《文物建筑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举办十几期各种类型的技术培训，颁发各类岗位证书，审核颁发《北京市文物建筑修缮施工资格证书》等一系列措施和严格监督、公正执法，有效地推动了全市文物建筑工程的质量管理，明显地提高了文物建筑的修缮质量。

据不完全统计，从新中国成立到2000年的51年间，就以“法令”、“指示”、“条例”、“意见”和“办法”等形式发布过100多项单一的法律和法规。

1961年3月4日，由国务院公布的《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是其中比较全面的一项文物保护法规。它是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指引我国文物保护和博物馆事业发展的主要依据；截至1982年11月19日，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第二十五次会议所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所代替。依照中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建立本市地区性的文物保护法规，始自1957年10月28日北京市政府公布本市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同时发布《关于北京市第一批古建文物保护办法》。比较集中的、大量的地区性文物保护法规的制定是在1979年11月北京市文物局成立之后。1981年11月7日，北京市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批准公布实施的《北京市文物保护管理办法》，是本市第一项较全面地保护文物的规章。1987年6月23日，北京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又依照《国家文物保护法》和本市的实践经验，将这个“管理办法”修订为《北京市文物保护管理条例》之后，北京市政府又先后制定、修订公布实施了多项规定，计有《北京市利用文物保护单位拍摄电影、电视管理暂行办法》、《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管理规定》、《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保护管理办法》、《文物保护单位巡视检查报告制度暂行规定》、《文物建筑修缮工程管理办法规定》、《珍贵文物复制管理办法》、《馆藏文物管理规定》、《博物馆登记暂行办法》、《古建筑消防管理规定》、《文物市场管理暂行规定》、《实施文物管理条例罚款处罚办法》、《文物工程质量监督工作规定》等十几项专项文物管理法规。这些法规、规章的制定和实施，为首都文物事业的发展和管理提供了法律依据和保障。

古遗址、古墓葬的调查发掘也取得了丰硕成果。16处旧、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12处夏、商至金、元以来的重要遗址，都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主要是在北京市文物局成立后被发现的。同一时期，还在14个区县的29个地点，先后出土了地层年代属更新世早、中、晚期（即旧石器、新石器时代）的大量各类古生物化石。此外，还对房山区河北乡蝙蝠洞、磁家务乡背阴洞、张坊乡黑龙洞、上方山云水洞等20多处洞穴的堆积进行了实地考察。

考古发掘成绩之大，不仅表现在发掘项目之多和出土器物之丰富多彩，还突出表现在一些出土文物的历史、艺术与学术价值之高。

北平和平解放不久，北京猿人遗址的发掘，在古人类学家裴文中、杨钟健等人的关怀下，由贾兰坡、刘宪亭主持于1949年9月27日重新开始，并在第10堆积层中发现了3枚猿人牙齿及1件石器。之后，又在1951年、1958年至1960年、1966年继续发掘。经过断断续续70多年的发掘，共有代表40多个男、女、老、少、幼个体的200多件骨化石被发现，数以万计的石器出土，包括100多种大量动物化石、鸟类化石，62个品种，1000多件以上。对研究生活在50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北京人，从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从穴居走向平原，逐步建立起聚落，如何生存、生活和发展农牧业生产，以及他们生存环境的变迁，各个地区的文化相互交流和影响等诸多问题，都提供了新的实物和研究资料。遗址内涵如此丰富，研究成果又极其丰硕，它的重要学术价值日益被国际社会所公认。正是由于这些原因，1989年周口店遗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为世界人类文化遗产。

此外，先后进行过考古发掘的重要地点，尚有对平谷区的上宅、北埝头、西牛角峪、靠山集马家坟；密云县的黄土梁、松树峪、燕落寨；房山区的新洞、山顶洞、镇江营；昌平区的雪山；怀柔区的长哨营、转年会；门头沟区清水河沿岸的斋堂、西胡林、王平村、东胡林人墓葬；王府井东方广场等十几处旧、新石器古人类活动遗址，出土了大量石、陶器物。

商周以下的考古发掘任务更大，其中比较重要的有：雪山遗址、琉璃河商周遗址及墓地、刘家河商代墓葬、白浮村西周木椁墓、葫芦沟瓮棺墓群、山戎墓地、怀柔城北东周墓、昌平松园村战国墓、蓟城地区的陶井、燕中都城遗址、汉广阳城遗址、汉西乡县故城遗址、大葆台西汉墓、顺义临河东汉墓、汉幽州佐秦君石阙、西晋王浚妻华芳墓、北齐傅隆墓、房山石经山隋舍利函、唐薛府君墓、史思明墓、赵德钧及妻种氏合葬墓、韩佚夫妇合葬墓、房山区北郑村辽塔塔基、房山区云居寺南塔塔基、乌古伦家族墓、元大都遗址、董四墓村明代妃嫔墓、定陵万历帝王陵、李莲英墓、荣禄墓等共30多处。伴随城市基本建设、旧城改造大规模的进行，基建考古数量也日益加大。

如为迎接新中国成立10周年、50周年的重点工程，京石高速公路建设，北京西客站建设，陕甘宁天然气进京，王府井东方广场建设，京密运河引水工程等地下古遗址、古墓葬的频繁发现。为减少出土文物的损坏和流失，考古发掘的主管单位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配合基建部门进行抢救性的大规模考古钻探和发掘。规模较大或比较重要的有：丰台区金代葆台遗址，元大都居住遗址（包括后英房、雍和宫、西绦胡同、桦皮厂四处），宣武门至和平门战国至汉代陶井，金中都水关遗址，广安门外南岗洼石桥遗址，门头沟龙泉瓷窑遗址、“蓟丘”遗址，海淀区清河镇朱房村秦汉古城址，怀柔汉墓群，昌平半截塔村、史家桥、白浮三处汉墓群，丰台大葆台西汉墓，元代海云禅师塔墓，耶律楚材墓，耶律铸墓，金山（董四墓村）妃嫔墓，田义墓等30多处。上述各类遗址、墓葬的考古发掘项目，虽然类别不同，规模有大小，出土器物有简繁，但都各具特点，都具有较高的历史、艺术与科学价值，都对丰富祖国历史文化遗产宝库，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特别值得提出的，如自20世纪70年代起对房山琉璃河商周遗址连续30多年的发掘，发现了燕国都城遗址和大量的西周燕国贵族墓地；发掘了其中的300多座墓葬、30多座车马坑，出土大量成套青铜礼器，兵器，车马器，玉石器，陶、漆器以及原始青瓷和货贝等随葬品、人殉、牲殉，从而使我们加深了对奴隶社会面貌的了解。大量带铭文的青铜礼器的被发现，特别是在1986年发掘193号大墓时出土的克盉、克罍两件青铜器上的铭文，对研究周、燕关系，开展夏商周断代工程提供了可靠的实物佐证。大葆台西汉墓、定陵的发掘，对了解汉、明两代不同时代的帝王葬制，研究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也提供了重要实物例证。1990年，为配合西厢工程，对金中都南城垣水关遗址的发掘，为了解金中都的位置规模、水系流向以及宋人李明仲所著《营造法式》中所记的“卷辇水窗”做法，都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或注释。水关遗址是继卢沟桥之后的又一处珍贵的金代建筑实物标本。由于这处新发现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被评为1990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北京市政府并于同年12月决定在原地建馆保护，1995年5月1日正式开馆。1998年9月，在颐和园施工中发现的耶律铸夫妇合葬墓，是近年来北京地区发现保存最完好、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元墓。墓主是元代名臣耶律楚材之子。墓制独特，为北京地区首次发现。180多件出土随葬品，种类丰富，价值极高。其中青白釉高足碗为目前国内孤品。

流散文物的管理是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方面，长期以来存在着不少问题和难点。20世纪80年代初期曾出现过竞相经销、多头管理的混乱局面。随着国家《文物保护法》和《北京市文物市场管理暂行规定》等法律、法规的发布实施，遵循“归口经营、统一管理”的原则，通过各种方式，依法加强管理之后，文物市场开始走向法制管理的轨道，从而防止了大量珍贵文物的流失。

50多年来，北京地区的博物馆事业得到巨大发展。北京解放前全市只有两座博物馆，到1999年底已发展到100多座，是解放初期的50倍。其中由中央在京各部门筹办的约40座，北京市、区、县筹办的约60座，由私人筹办的约10座，藏品数百万件。基础设施建设明显改善，陈列手段应用了许多先进技术和方法，各馆发挥的社会效益日益提高。

多渠道、多层次、多方式开展文物政策法令的宣传，普及文物知识，提高广大群众保护文物的意识和法制观念，是促进文物保护和博物馆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影响较大的有：1986年9月14日，由北京市文物局、北京市文物保护协会、博物馆学会发起联合18个单位在中山公园举办的《文物保护法》宣传游园活动；1989年的“建国40周年北京文物工作成就展”；1991年的“北京文物节”；1993年的“北京古都文物博览会”；1995年的“北京建城3040年纪念”活动以及北京市文物保护协会、北京博物馆学会坚持多年的“文物夏令营”、“博物馆夏令营”活动；各区县文物主管部门除努力配合这些活动外，还经常利用庙会、赶集等方式开展各种宣传活动。

文物对外交流，是宣传我国改革开放、5000年光辉灿烂文明史，让世界正确了解中国，让中国了解世界，并吸取、借助国外的有益经验做好我们自身工作的好方法。为此，北京市除多次选送重要出土文物参加国家文物局主办的“出国文物展览”外，北京市文物局从1985年起，举办过“徐悲鸿画展”赴加拿大、香港、新加坡、苏联、罗马尼亚和马来西亚的展出。“北京经济贸易展览会”赴美，组织了一批反映古都文化特点的文物展品；1988年，首都博物馆先后举办过赴日“中国历史文化展”、“中国书法名品展”，1990年至1995年又先后组织了赴美“中国历代古钱币展”、赴日“爱新觉罗家族文物展”、“孔子儒学文化展”等，都收到了轰动效益。北京市文物局还在1985年和1987年两次派专家学者赴瑞士、英国参加“古代建筑保护与城市规划”国际会议，开展学术交流。北京市文物局目前还与美国、日本等许多国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和合作。

科学研究与编辑出版工作取得的成绩，也极为显著。其中大都是各专业单位结合工作实践进行的；也有属于个人爱好，勤奋好学，著书立说，终成某方面学有专长的专家。这些著述或论文，对宣传祖国光辉灿烂的文化和悠久历史，开展学术研究，提高广大群众的道德情操和文化素养，探讨和解决文物与博物馆事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对建设北京这座世界著名的文化古都和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举办2008年奥运会也大有裨益。

